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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管家” 何以管用？

———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张　 晨　 刘育宛

摘要：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

“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
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
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

【方法】本研究以Ｓ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
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
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
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

【发现】（１）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
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
（２）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
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规范性和可持续性；（３）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
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
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４）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
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
卷化”困境的关键。

【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
“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
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
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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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地方政府在推出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前，应充分调研并与多方主体有效沟
通与互动，同时借助专家、智库的力量完善与优化相关机制设计。

!

　 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行动者应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通过党建这一基轴引
领基层治理创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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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
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
体”，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
度。因此，通过网格化管理（田毅鹏，２０１２）、基层协商平台构建（韩福国、
张开平，２０１５）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李传军、李怀阳，２０１５）等实践探索，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持续改善社会治理绩效，成为当前众多地方政府回应中央
政策要求的行动策略。

但在这一系列创新探索中，不少案例即使获得诸如“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
新成果奖”，也经常发生创新中断和“异化”的问题。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依然面临制度性、组织性和个体性的障碍（王滢淇、翁鸣，２０１６），它们容易陷
入“脱实务虚，文字创新；不求实效，形式创新；难获推广，孤独创新与难以
持续，短命创新”的窘境当中（林冠平，２０１４）。因此，国家主导下的基层社
会治理创新已经走向了“内卷化”（李利文等，２０１６）。这不仅浪费社会资源，
也会陷入“创新低效—认同危机—实践萎缩”（付建军、张春满，２０１７）的恶性
循环。

那么，基层治理创新如何才能规避“内卷化”风险呢？
基于上述认知和思考，研究者从２０１８年３月到２０１８年６月期间，以智库人

员的身份加入到Ｓ区党工委组织部委托给Ｓ区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红色管家”
（以下简称“红管”）项目组，并进行长达３个月的持续调研。通过参与式观察
和对项目利益相关方开展深度访谈等方法，对“红管”这一地方的基层治理创
新项目从设计、试点到实施的全过程开展田野调查，试图通过对“红管”项目
个案的考察，揭示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风险破解的可能机制。

二、基层治理“内卷化”：一个理论综述

“内卷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又译“过密化”，原意是“转或卷起来”，一开始
主要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格尔茨系统研究了农业经济过程中
的“内卷化”问题（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此后，黄宗智提出中国小农经济的“内卷
化”问题，并用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来界定“内卷化”。杜赞奇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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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内卷化”是一种不成功的或背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失效行为，国
家徒有扩张，没有收益（杜赞奇，１９９６）。综上，“内卷化”表达的均是一种非
理想的变革状态，即没有实际增益的发展。

（一）表征

关于基层治理“内卷化”的表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组织“内卷化”。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变革实际上走

向了“内卷化”，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没有根本改
变，原有的组织性质（如行政化）还得到了加强（何艳玲、蔡禾，２００５）；农
村社区内生性组织也遭遇生存空间被挤压、总体性功能衰竭和社区公共性衰落
等“内卷化”困境（马良灿，２０１２），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化的过程中，没有出
现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樊红敏，２０１１）；当前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也并不
意味着我国社会组织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陈尧、马梦妤，２０１９）；在项目制运作方式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组织提供公共
服务的活动规模在逐渐变大，但最终收效却是公共服务的“内卷化” （李春霞
等，２０１２；吴月，２０１５）。

第二，利益“内卷化”。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机制出现一个地方政府与
地方势力结盟的结构，这个结构如果不加限制将会不断侵蚀乡村社会公共利益，
导致乡村治理“内卷化”（贺雪峰，２０１１），由乡村混混、机会主义农民和权力
寻租等主体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
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致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李祖佩，２０１１；耿羽，２０１１；
夏柱智，２０１４；陈锋，２０１５）；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农民获取扶贫资源的权利
和机会受到剥削，农村精英俘获扶贫资源使自身获得发展（周常春等，２０１６），
而村集体经济收入有增长却没有实质性发展，这主要是行动者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的目标替代策略所造成的（张立、郭施宏，２０１９）。

第三，权力“内卷化”。保护型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权非但不能控制乡村非
正式组织，反而被其不断侵蚀（杜赞奇，１９９６），这种“内卷化”困境一度被
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型策略所消解。然而国家政权在重新将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
会的“把国家找回来”过程中（曹海军，２０１７），依靠的是在社区中复制或扩
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延伸其权力触角，造成权力“内卷化” （陈宁，
２０１０）；在农村地区，乡镇政权开始偏离其管理社区、组织社区生活的公共职责
（郑自俭、李丽，２００７）；互联网时代国家权力在向网络空间扩张的时候，也出
现了“内卷化”（郭栋，２０１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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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因

关于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成因，有几种理论视角可供我们理解。
第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体系内生性地体现为一种普通民众对权威合法

性表示认同的政治文化（吴晓霞、关海庭，２０１９），嵌入在习俗、传统和行为准
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可能是刻意的、政策难以改变的（诺斯，２００８：７）。因此，
在制度和观念的双重形塑下，地方党政系统虽然推出各种创新实践，但囿于观
念系统以及成本，很有可能依然采取旧制度安排而对新制度弃之不用。

第二，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１９９８）下，基层干部会按照
自身的利益诉求有选择性地执行上级任务（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１９９９），当压力型体制
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能力不相匹配时，容易诱导基层政权
组织以造假、“共谋”和“摆平”等非正式权力技术来应对各种高指标（欧阳
静，２０１１）。其中，议题重要性、问题严重性和领导偏好往往影响着地方党政领
导人的注意力分配（陈思丞、孟庆国，２０１６）。“政治锦标赛”（周黎安，２００８）
又会迫使地方干部千方百计地通过能够容易被领导看到的经济成就表现自己的
政绩（Ｃａｉ，２００４），地方政府以本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被诸如党报党刊报道作
为新的“政绩诉求”，从而造成基层行政负担过重与创新的同质化、泡沫化。

第三，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背叛、怀疑、逃避、利用、孤立、失序和萧条
的氛围下，人们会采取强制、利用和依附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
１７７）。尤其在基层自治的过程中，能使人们超脱私利而进行合作的条件是十分
苛刻的（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８９：１３２），寻求短利者很容易搭别人的“便车”（Ｏｌｓｏｎ，
１９６５）以及造成公地悲剧（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奥斯特罗姆提出自组织治理来解决
“公共池塘”资源问题（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但当下基层自组织资源的羸弱，加剧
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风险。

三、Ｓ区“红色管家”项目试点前期的“内卷化”挑战

（一）项目的启动

Ｓ区是第二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其下辖的１４８个社区主
要包括都市商住型社区、人才集聚型社区和过渡型社区这三类，其中都市商住
型社区和人才集聚型社区人口以新市民、年青一代、高知识人群为主，也包含
一定的外籍人士、随迁老人等，整体素质较高，社区事务的参与能力、个人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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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意识等都较为突出。在治理体制上，Ｓ区下辖４个社工委（涉及都市商住型社
区和人才集聚型社区）和４个街道（涉及都市商住型社区和过渡型社区），并通
过社区“两委”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该项目背景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共中央加强基层党建的政策要求。Ｓ区党工
委期望“深入落实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建立基层党组织与党
员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激活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党的领导与政府治理、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①。二
是地方治理创新竞争。Ｓ区在基层治理创新上一直处于全国前列，在外地推出诸
如“红色物业”等类似项目并得到中央媒体肯定后，客观上构成了对Ｓ区的创
新压力。三是社会问题“倒逼”。Ｓ区由于其辖区内邻避冲突、停车难、环境整
治等问题频发，现有治理平台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力有不逮。

因此，Ｓ区于２０１８年年初正式出台文件，在６个社区试推“红管”。试推阶
段的项目推进会上，与会人员中包括园区党工委组织部领导、社会创新发展中
心工作人员、“红管”线上平台技术开发人员、居委会主任、业委会主任、物业
经理、楼道小组长与居民代表等各利益相关方。后续园区党工委组织部还对各
社区“红管”项目具体负责人进行了培训。项目试推６个月后，推广试点到全
区５７个社区。

（二）试点初期的“内卷化”风险

对于园区党工委组织部来说，“红管”项目推行要能落地见效，最终的具体
实施是由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②领导，业委会与物业辅助配合。调研发
现，一开始社区层面对该项目存在相当的顾虑和质疑，但上级要求又必须执行，
于是在试点阶段一是“诉苦”，二是“要钱要人”，项目初期就面临了“内卷
化”风险。
１ ． 上级主导的观念“内卷化”风险
观念体系是地方核心行动者所具备的基本价值取向、职业追求和认知模式

（张晨，２０１４）。Ｓ区党工委组织部领导作为“红管”项目创新的“政策企业
家”，拥有显著的公共资源优势，在该项目的推进上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却反
而加速了项目初期“内卷化”困境的出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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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Ｓ区党工委组织部文件（２０１８）。
近年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政策要求，多数都市商住型社区的社区党支部书记

和居委会主任已实现了“一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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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管”项目从制定到出台，再到试点，不到半年的时间，项目周期
很难说已进入成熟期。甚至项目组成员内部也认为时间太赶，担心如果没有一
个比较成熟的机制设计，一旦大规模推行会遇到各种问题，其持续性会出现
断裂。

第二，通过项目初期的走访调研，区党工委认为社会问题复杂，社会自主
管理能力弱，政府应当介入，这强化了上级主导项目推进的惯性思维。

第三，由于对“红管”项目有助于在社区层面解决诸多矛盾，从而减轻上
级工作压力的预期，这使得Ｓ区党工委有更强的动机无视基层的抵制和质疑，
强力推进项目。
２ ． 社区行动者的利益“内卷化”风险
当Ｓ区党工委组织部设定目标与任务后，各试点社区抓住与上级领导沟通的

机会，开始集中“诉苦”。
第一，居委会“诉苦”之社区问题复杂多样。本质上还是担心社区居民把

所有问题都集中在“红管”，该平台一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会堆积到
社区“两委”。

一是车位问题比较严重。对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是物业在协调，业委
会也在参与，我们居委会也在做一些疏导；二是违章建筑问题，如有的住
户在院子里搭玻璃房，居委会、业委会等上门调解都没有解决（某社区书
记，ＬＬＷ － 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如果社区工作遇到极个别的上访“钉子户”，就会造成社区治理成本无限制
上升。

自从这个大叔搬到我们这个社区来，因为垃圾场的问题，社区２ ／ ３的人
已经同意了。为了他一个人开了不下十几次会议！然后各种投诉，我们社
区２ ／ ３的投诉都是他投诉的，投诉到“寒山闻钟”与“１２３４５”热线。还有
更变态的是还要让他满意。然后社工委逼着我们处理，直到他满意为止！
今天他又去信访局了，要求垃圾房不许用！说这个垃圾谁弄，我就死给谁
看！（某社区书记，ＲＹ － ２０１８０３２４）。

第二，业委会诉“委屈”之没有实权。针对将居民诉求分流到业委会去解
决的这一运作流程，业委会主任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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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实际上说穿了，我们也学习了一下，啥都不是。大家都是圈内
的，都知道的，这也别谦虚，你也不要过分压制自己。我们只不过是业主
有什么想法，我们操作一下。只能是这样讲。大家可能组织稍微参与一下，
但是我们是没有（权力）（某小区业委会主任，Ｘ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３１４）。

第三，“要人要钱”。有试点社区就居民诉求回复的时效性提出意见，有希
望上面给社区链接社会组织资源的，还有从考评角度提出意见的。

我们社区不能对上面职能部门进行考评，它本身要对我们进行考评的，
我们再对他们进行考评，这算怎么回事？（某社区主任，ＯＤ －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再比如，如果“红管”负责人不受社区书记管理，那么谁才能体现党的领导？
更多的问题集中在一旦实施这个项目了，是否发放专项补贴以及配置专门人员的
问题。

我做事，我是觉得我会尽心地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尽量能够出彩；第二个，
要让我做事，钱和人，我是要问领导要的，要不然的话你让我又要马儿跑得快，
又让马儿不吃草，这个其实真的是蛮难的（某社区主任，ＯＤ － ２０１８０３１３）。

各试点社区的“一把手”在面对项目试点时有一种默契，即在该项目未推
行之前，尽可能地跟上级提各种要求，通过“讨价还价”来拓展自身的角色收
益，各利益相关者均期望将自身利益内嵌于制度结构中。因此，“红管”在项目
初期试点阶段即面临着利益“内卷化”的挑战。
３ ． 治理平台的组织“内卷化”风险
在“红管”项目之前，部分社工委已通过组建相关治理平台来解决社区问

题，比如社区协商平台、社区治理委员会与社区建设理事会等协商议事平台，
以及省里推出的全要素网格化管理平台。因此，该项目也面临着组织（制度）
“内卷化”的风险。

２０１９年可能会有一个全要素网格化管理，我们主任也跟我商量说，全
要素跟“红色管家”其实是两个平台，但是它好像也能兼容“红色管家”，
就是我们主任在私底下说就看上面的领导哪个大了，因为那个网格化管理是
省推的，“红色管家”只是园区党工委组织部推的（“红色管家”负责人，
ＲＹ － ２０１９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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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的初步成效

尽管在项目试点初期遭遇了顾虑和质疑，使得“红管”面临着“内卷化”
风险，但从其后至今的执行效果来看，不但在社区治理绩效提升上发挥了日益
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实现了其创新持续和扩散，开始从５７个试点社区扩散到
全区所有社工委／街道所辖社区，成功摆脱了项目的“内卷化”风险。

第一，试点阶段项目共计覆盖５７个社区（７８个小区），服务居民超过了１５
万余人，共处理居民诉求４３０４个，获得居民的广泛好评，并最终从全国４０００
件基层治理创新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项目优秀案例
的称号①。而在２０２０年年初的新冠疫情社区防控一线，“红管”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我觉得在平常没有发生大的事情，没法突出“红色管家”在社区治理
方面的效果。但是一旦遇到像疫情这种百年难遇的重大突发事件，特别考
验一个社区的治理能力和党支部领导能力。由于我们社区有一个确诊病例，
所以工作比较难做。但是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各方面动员起来很快，效率很
高，党支部、物业、业委会与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迅速联合起来，及时防疫、
隔离并安抚居民的恐慌情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② （ＲＹ － ２０２００３１４）。

第二，从项目实施成本来看，除了在项目方案初期委托项目的经费投入，
后续并未追加相关经费。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另外支出专职人员费用，而是
将项目运作纳入到了日常的“党建为民服务项目”支出中，相当于是对社区党
建引领下治理体制存量的激活。项目在产生正向收益的同时，却没有额外产生
大规模的增量成本。通过“红管”平台所发挥的社区治理枢纽作用，有效撬动
了社区治理中的多方主体，降低了社区治理的成本，实现了协同治理与低投入
高收益的创新目标。

那么，相较于其他陷入到“内卷化”困境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红管”又
是怎样成功规避了创新“内卷化”风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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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获奖案例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ｎｇｊ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９ ／ ０９２０ ／ ｃ１１７０９２ －
３１３６３９６６ －３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访问。

该社区由于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突出表现，被区党工委组织部通报表扬。本次共评选
出１０家社区，其中８家社区推行“红色管家”，２家社区没有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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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红色管家”运转起来：一个创新“内卷化”风险破解的解释

通过连续３个月的田野调查，以及后续一年多来的持续跟踪研究，我们发现
从其项目成效、可持续性和扩散性三个方面看，“红管”在其项目生命周期的第
一阶段（创新与扩散），在区域化党建格局下，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技术治理、
制度与观念形塑和注意力分配形成四维机制具有的独特优势，实现了对社区以
及基层行政的整合，最终凭借上述优势破解了项目初期“内卷化”的风险。区
域化党建作为一种新型党建模式，使其能够与协同治理的理念相契合，其主要
功效表现为优化结构功效、整合社会功效、统筹资源功效与服务群众功效（谢
方意，２０１１）。意识形态宣传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破除集体行动困境，技
术治理数量化、指标化居民诉求以提升基层治理效率与效能，制度化的设计促
使政府与居民观念和治理形态发生转变，压力型体制下上级领导的持续关注则
为该项目的可持续提供了关键保障。“红色管家”破除“内卷化”逻辑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红色管家”破除“内卷化”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意识形态的组织动员作用

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现代化
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林尚立，２００９）。舒曼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
态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组织意识形态之一（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１９６６：１９），其中意识
形态分为纯粹意识形态（ｐｕ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与实践意识形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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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果说纯粹意识形态是组织整体意识形态的核心，那么实践意识形态则
是组织整体意识形态的行动工具（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１９６６：２４ － ３８）。舒曼指出，中
国共产党缔造出来的组织化社会既是对传统也是对现代官僚组织的挑战，其意
识形态能唤醒组织成员的忠诚并促使其相互之间更加融合，这对克服组织的理
性化、协调官僚部门之间冲突、塑造基层干部以及发动群众的主动性具有关键
作用，从而有效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舒曼提出组织的三层结构有助于我们理
解党的意识形态工具是如何激活了“红管”在社区治理中的动员功能的。意识
形态在组织结构中的作用如图２所示。

图２　 意识形态在组织结构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意识形态构成了基层党建的基本维度———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中“强基固本”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观念基
础，“党的先锋引领作用”突出体现为社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行为准则，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这成为动员社区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有效激励。

其次，区党工委组织部下设“红管”工作组，专门负责与社区对接和基层
调研，并将调研问题反馈给领导。“红管”人员是指在社区现有基层党组织架构
中专门设置的相关岗位、履行相关职责的社区党支部委员或专职党务副书记，
承担着信息员、协调员与宣传员的三重角色，具体职责是广泛收集并梳理民意
诉求，组织整合社区资源解决居民诉求，督促跟进居民诉求流转落实与开展社
区党建宣传活动，培育和发展社区特色文化。

最后，社区楼道长、网格员与志愿者等在“红管”的召集下完成对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员。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社区都会举办“红管”启动仪式，
居委会、社区外围路灯等明显地方张贴“红管”的ＬＯＧＯ及标语———“红色管
家，帮您到家”，工作人员还要专门穿上“红管”马甲，并印制“红管”手册
供宣传、告知和推广使用。“红管”以极具亲和力和贴近民生需求的方式，完成
了其在社区居民中的认同、动员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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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技术治理

技术治理的应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它已成为中国基层
治理创新中很常见的一种治理手段，包括网格化管理、数字下乡、智慧政务等
等。正如渠敬东等指出，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已然被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
力所替代（渠敬东等，２００９）。某种程度上，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改
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基本特征是强调风险控制、事本主义原则以及工具
主义地动员社会（黄晓春、嵇欣，２０１６）。当然它也招致很多批评，不同于西方
学者认为技术治理由于其本身过度理性化，会导致人的异化、技术对人的控制
以及对民主造成消解，中国学者普遍探讨技术治理在应用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轨、
意外与问题，以期优化与完善技术治理的应用。比如在科层结构的国家治理体
制中，上下级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数字悬浮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和村庄社会生
活（王雨磊，２０１６）。但我们不可否认，它仍然是当代全球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
趋势（刘永谋，２０１６），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之
一。“红管”项目建立了“社区—社工委（或街道）—园区职能部门”联动机
制，遵循“相同职能合并，不同职能分开”的原则，试图打破行政膨胀的僵化
逻辑。

根据其功能定位，“红管”将居民诉求分为四大类：政务类、市场类、公益
类与民主自治类。当居民诉求到达“红管”时，系统会要求居民将自己的诉求
归为某一方责任体（分为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和园区职能部门），当然，
如果居民勾选错误，“红管”专员也会在后台进行重新勾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
居民知道自己的这个诉求该归谁负责，避免将所有问题都归于社区“两委”。这
一设置是为了解决当时有居委会主任认为居民会把所有问题都抛给自己的顾虑。
社区中日常民生问题的相关诉求借助“红管”项目中建立的社区资源库，尽可
能通过技术性手段解决。在技术性手段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再通过线下社区协
商平台去沟通。线下协商平台有社区建设理事会、社区治理委员会等。其中政
务类与民主自治类诉求如果在社区层面解决不了，则传递到上级部门。

以政务类为例，其诉求流程为居民诉求→ “红管”负责人→社区书记→社
工委→园区组织部→园区职能部门。这样对问题层层分解，同时明确不同层级
政府的职责，能在社区层面解决的诉求尽量在社区层面解决，社区层面解决不
了，将上升到上级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通过多层级多部门协同联动，有效破
除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流程梗阻”，从而实现基层党建引领的整体治理。“红
色管家”处理居民诉求流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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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红色管家”处理居民诉求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红色管家”的制度设计与观念的互相形塑

“红管”项目在框架设计和论证阶段积极引入了智库专家，与社会创新发展
中心协同，共同设计出“一个核心引领，两个平台助力（线上ＳＩＰ公众号与线
下社区协商平台），三种角色（信息员、协调员与宣传员）功能定位”的制度
体系，以期实现组织党员、整合资源、宣传引导、培育文化，达到凝心聚力、
服务群众的目的，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融合。其中，线上有ＳＩＰ “红
色管家”微信公众号，居民在线上可以提出自己的诉求，对于共性问题则显示
出来，这样将社区居民需求与“红管”的服务实现“无缝对接”。线下有社区
协商议事平台，给社区提供了一个多元主体关系协调、协商对话的机会，也发
挥了社区上情下达、下情上通的沟通作用，由此实现了对社区利益的聚合与居
民参与的有效动员。可见，其组织结构与项目过程的协同化是最为关键的要素。
１ ． 组织结构协同化
合理的结构能够使平台高效运行，各部分搭配和安排有效衔接。为使“红

管”的结构优化，项目制度设计阶段，争论焦点在于：其一，是引入新的社工
人员来专门负责“红管”，还是以原来社区内的工作人员为基础？其二，如果借
助于社区“两委”现有结构，以嵌入方式设置“红管”岗位，那么这一角色与
社区书记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经过多轮的协商讨论，最终确定具体的组织架
构是“党组织领导＋社区副书记＋八大主体”（如图４所示）。社区书记为第一
责任人，项目专员为直接责任人，项目专员直接向社区书记报告工作；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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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领导下将社区不同主体纳入其中，实现社区利益、需求和资源的整合。

图４　 “红色管家”在社区层面的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项目过程协同化
目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创新实践多以党领群治联动型协商为主（陈荣卓、

李梦兰，２０１７），通过协同技术创新重塑相关主体的利益偏好，改变行动者力量
对比等机制，促进协同制度或模式的变迁，以期重塑基层治理社会协同模式
（陈慧荣、张煜，２０１５）。“红管”以线上与线下平台这两个途径，通过基层党
建引领“三社联动”，充分挖掘与激活社区社会资本，逐步引导社区治理各方行
动者形成社区自治的共识，促成多方参与，助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实现社区
赋权、增能与“善治”。其具体运行逻辑是以社区居民生活需求为导向，以各社
区“红管”团队为核心，通过对接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培育社区草根社团等方
式，实现“红管”项目团队与各类社会组织的有效互联、互动、互补和协作，
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引导社区公益事业，培育社区文化，推动实现政府、
社会与居民的良性互动。“红色管家”与社会组织联动机制如图５所示。

图５　 “红色管家”与社会组织联动机制示意及说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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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

对于管理目标的实现而言，信息爆炸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注意力而不是
信息（练宏，２０１５）。作为“政策企业家”的地方党政领导，要兼顾政治、经
济、社会与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其注意力分配是有限的（赖诗攀，２０２０；陶
鹏、初春，２０２０；张程，２０２０）。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对于政策与基层治理创
新实践及其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红管”自推行以来便一直受到区党
工委高度重视，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红管”实现各社工委／街道的全覆盖。在
本次疫情的社区防控中，“红管”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Ｊ省省委常委、Ｓ
市市委书记就指出：“要以改革破解疫情防控中遇到的现实性难题，进一步深化
改革，完善‘苏城码’管理服务机制，用好园区‘红色管家’等基层创新经
验，进一步织好防疫、复工‘双面绣’”（《苏州日报》，２０２０）。这说明“红色
管家”项目获得了更高一级党政领导的积极评价和认可，从而获得了更大范围
的创新空间，也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进一步扩散提供了政策支持。

五、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政党嵌入：建构合作主义

所谓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又译法团主义），是指“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
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明的
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被授权给予本
领域内的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
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１９７４）。当代中国的情境在诸多方面与法团
主义国家与社会融合的特征相契合（陈剩勇、马斌，２００４；陈家建，２０１０）；不
过，也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中国缺乏合作主义所必需的社会组织基础（吴建平，
２０１２；张紧跟，２０１２）。

“红管”项目对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风险的成功规避，给我们提供了一
种理解中国当代国家治理变迁的新视角，即政党主导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本案例中，政党—国家在“试点”阶段对基层采取动员、行政压力与行政包干
制的政治统合策略（欧阳静，２０１９），而社区层面通过前期的“诉苦”，即以妥
协的策略将自身利益诉求嵌入到“红管”项目规划中，政党—国家与社会通过
前期“试点”不断进行互动与磨合。在政党—国家与社会有效互动的前提下，
创新行动者在项目方案上尽可能充分考量和包容社区行动者的利益诉求以及居
民的实际需求，社区干部也能够通过“诉苦”和“质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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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阶段的“红管”项目，一方面会形塑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其
达到有效互动，从而避免出现政策“空转”和基层精英“合谋”而导致的“内
卷化”风险；另一方面，试点阶段的“红管”在经过两者之间的“磨合”之
后，其正式机制也得以完善，在区域化党建大框架下，项目过程中的正式机制
对协同化的强调，增进了两者之间的共识、信任与合作，构建起一种党建引领
下的新合作主义（如图６所示）。这正是米格代尔所提倡的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和相互形构（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ｄａｌ，２００１）。

图６　 国家与社会走向合作主义建构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作为一项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红管”之所以能够规避基层治理创新“内卷
化”的风险，得益于区域化党建的引领、党的意识形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技术治理的应用、制度化的设计与党政领导注意力的持续分配。景跃进指出，
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场景具体运用中的政党进路构成了一个颇具学术潜力的
视角（景跃进，２０１９）。“红管”项目成功最关键的要素在于通过基层党建的引
领，形塑了一种突破原有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基础上的新型合作主义
（ｎｅｗ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即由政党嵌入实现公共事务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协同与合
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今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一项重要命题，其背后的潜在溢出效益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结语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伪创新”困境，这不
但无法有效达成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区治理的
“内卷化”。现有“技术＋网格”的管控式基层治理模式，其在２０２０年年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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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疫情防控带给中国国家治理的挑战中被证明行之有效，但其更主要是依赖于
基层党政干部和社区工作者“透支”式的投入，以及应急状态下政府“输血”
式的大规模财政支出作为前提的，其可持续性是存疑的，也和“强国家－强社
会”的现代国家治理背道而驰。基层治理的常态，仍需回到政党—国家—社会
平衡关系的建立这一轨道上来。

因此，本案例价值正在于此：“红管”项目之所以能规避“内卷化”的风险
而有效运转起来，其关键要素在于政党—国家—社会通过项目试点阶段的充分
沟通和有效互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多方行动者的信任、合作与协同，以及
在此基础上完成过程与机制的优化。对于中国未来新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
建构，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协作治理网络建构中的“编织人”角色能否激活，
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层协作治理的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如同一支
乐队，不是各吹各号，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那个乐队的指挥手。每位乐手都不可
替代，但乐队的指挥才更是整支乐队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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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７（０４）：１０８ － １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杜赞奇（１９９６）． 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
Ｄｕａｒａ，Ｐ． （１９９６）．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２． （Ｗａｎｇ，Ｆ．
Ｍ，Ｔｒａｎｓ． ）． 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道格拉斯·Ｃ． 诺思（２００８）．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Ｎｏｒｔｈ，Ｄ． Ｃ． （２００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ｎｇ，Ｘ．
Ｔｒａｎｓ．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ｅｚｈｉ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樊红敏（２０１１）．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及其制度逻辑———基于对河南省Ａ县和Ｂ
市的调查． 中国农村观察，６：１２ － ２１．
Ｆａｎ，Ｈ． Ｍ． （２０１１）．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ａｎｄ Ｂ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６：１２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付建军、张春满（２０１７）． 从悬浮到协商：我国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转型． 中国行政管理，
１：４４ － ５０．
Ｆｕ，Ｊ． Ｊ． ，＆ Ｚｈａｎｇ，Ｃ． Ｍ． （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４４ － 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耿羽（２０１１）． 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８（０２）：７１ － ７７．
Ｇｅｎｇ，Ｙ． （２０１１）． Ｇａ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８（０２）：７１ －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栋（２０１３）． 运动式治理、权力内卷化与弥散性惩罚———当前微博规制检视． 国际新闻界，
３５（１２）：１２３ －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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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ｏ，Ｄ． （２０１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ｂ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３５（１２）：
１２３ － １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韩福国、张开平（２０１５）． 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
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 浙江社会科学，１０：４８ － ６１．
Ｈａｎ，Ｆ． Ｇ． ，＆ Ｚｈａｎｇ，Ｋ． Ｐ． （２０１５）．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４８ － 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贺雪峰（２０１１）． 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Ｋ镇调查为例． 开放时代，２：８６ － １０１．
Ｈｅ，Ｘ． Ｆ． （２０１１）．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 Ｋ
Ｔｏｗｎ．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８６ － １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何艳玲、蔡禾（２００５）．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５：１０４ － １０９．
Ｈｅ，Ｙ． Ｌ． ，＆ Ｃａｉ，Ｈ． （２００５）．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５：１０４ － １０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晓春、嵇欣（２０１６）． 技术治理的极限及其超越． 社会科学，（１１）：７２ － ７９．
Ｈｕａｎｇ，Ｘ． Ｃ． ，＆ Ｊｉ，Ｘ． （２０１６）．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１）：７２ － ７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景跃进（２０１９）．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探索与争鸣，（０８）：
８５ － １００．
Ｊｉｎｇ，Ｙ． Ｊ． （２０１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Ｖｉｅｗｓ，（０８）：８５ － １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赖诗攀（２０２０）． 强激励效应扩张：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与中国城市市政支出的“上下”竞争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公共行政评论，１３（０１）：４３ － ６２．
Ｌａｉ，Ｓ． Ｐ． （２０２０）．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３ （０１）：４３ －
６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传军、李怀阳（２０１５）． 大数据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定位———以网络民主为例． 电子政
务，５：１０ － １７．
Ｌｉ，Ｃ． Ｊ． ，＆ Ｌｉ，Ｈ． Ｙ．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ａｋ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５：１０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春霞、巩在暖、吴长青（２０１２）． 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１２：１３０ － １３２．
Ｌｉ，Ｃ． Ｘ． ，Ｇｏｎｇ，Ｚ． Ｎ． ，＆ Ｗｕ，Ｃ． Ｑ． （２０１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１３０ － １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利文、申彬、彭勃（２０１６）．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ＸＨ区物业管
理深化改革为例． 社会科学研究，２：３９ － ５１．
Ｌｉ，Ｌ． Ｗ． ，Ｓｈｅｎ Ｂ． ，＆ Ｐｅｎｇ Ｂ． （２０１６）．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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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３９ － 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祖佩（２０１５）．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青年研
究，３：５５ － ６７．
Ｌｉ，Ｚ． Ｐ． （２０１５）． Ｂｌｕｄｇｅｒｓ，Ｒｕｒａｌ Ｏｒｇ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Ｂｌｕｄｇｅｒｓ． Ｙｏｕｔ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５ － 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练宏（２０１５）． 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 社会学研究，３０（０４）：２１５ － ２４１．
Ｌｉａｎ，Ｈ．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０（０４）：２１５ － ２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冠平（２０１４）． 地方政府创新的现存障碍与推动机制． 中国行政管理，２：７９ － ８１．
Ｌｉｎ，Ｇ． Ｐ． （２０１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７９ － 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尚立（２００９）．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Ｌｉｎ，Ｓ． Ｌ．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永谋（２０１６）． 技术治理的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３０（０６）：１１８ － １２７．
Ｌｉｕ，Ｙ． Ｍ．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３０（０６）：
１１８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良灿（２０１２）． 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及其“内卷化”问题探究． 中国农村观察，６：１２ － ２１．
Ｍａ，Ｌ． Ｃ．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６：１２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欧阳静（２０１１）． 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３）：１１６ － １２２．
Ｏｕ，Ｙ． Ｊ． （２０１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３）：１１６ － １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欧阳静（２０１９）． 政治统合制及其运行基础———以县域治理为视角． 开放时代，２：１８４ － １９８．
Ｏｕ，Ｙ． Ｊ． （２０１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ｉ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１８４ － １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
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０６）：１０４ － １２７．
Ｑｕ，Ｊ． Ｄ． ，Ｚｈｏｕ，Ｆ． Ｚ． ，＆ Ｙｉｎｇ，Ｘ． （２００９）．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０６）：１０４ － １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荣敬本等（１９９８）．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 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
Ｒｏｎｇ，Ｊ． Ｂ．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苏州日报》（２０２０）． 蓝绍敏主持召开市委深改委第五次会． 中共江苏省委新闻：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ｇｊｓ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ｓｈｉｘｉａｎ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 ／ ｓｕｚｈｏｕ ／ ２０２００３ ／ ｔ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６５３９５９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３
月３日访问．
Ｓｕｚｈｏｕ Ｄａｉｌｙ（２０２０）． Ｌａｎ Ｓｈａｏｍｉ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Ｓｈｅｎｇａｉ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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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ｇｊｓｓｗ ｇｏｖ ｃｎ ／ ｓｈｉｘｉａｎｃｈｕａｎｚｈｅｎ ／ ｓｕｚｈｏｕ ／ ２０２００３ ／ ｔ２０２００３０３ ＿６５３９５９８ ｓｈｔｍｌ．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陶鹏、初春（２０２０）． 府际结构下领导注意力的议题分配与优先：基于公开批示的分析． 公共
行政评论，１３（０１）：６３ － ７８．
Ｔａｏ，Ｐ． ，＆ Ｃｈｕ，Ｃ．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０１）：６３ － 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田毅鹏（２０１２）． 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模式的定位及其未来． 学习与探索，２：２８ － ３２．
Ｔｉａｎ，Ｙ． Ｐ． （２０１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Ｇｒ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ｒ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２８ － 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滢淇、翁鸣（２０１６）． 协商治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社会主义研究，
１：８５ － ９０． 　
Ｗａｎｇ，Ｙ． Ｑ． ，＆ Ｗｅｎｇ，Ｍ． （２０１６）．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８５ － 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雨磊（２０１６）． 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 社会学研究，３１（０６）：１１９ － １４２．
Ｗａｎｇ，Ｙ． Ｌ． （２０１６）． Ｄｒ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ｓ Ｄｏｗ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０６）：１１９ － １４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建平（２０１２）． 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 社会学研
究，２７（０１）：１７４ － １９８．
Ｗｕ，Ｊ． Ｐ． （２０１２）．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７（０１）：１７４ －
１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晓霞、关海庭（２０１９）． 中国基层协商治理的内生性演化逻辑：基于观念、动力和系统的分
析．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１（０３）：１１ － １７．
Ｗｕ，Ｘ． Ｘ． ，＆ Ｇｕａｎ，Ｈ． Ｔ．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１（０３）：１１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月（２０１５）． 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发生逻辑：一项经验研究． 江汉论坛，６：１３１ － １３７．
Ｗｕ，Ｙ． （２０１５）． Ｉｎｎｅｒ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ｒａｃｈ．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Ｔｒｉｂｕｎｅ，６：１３１ － １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夏柱智（２０１４）．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Ｇ村“示范点”的调查． 青年
研究，１：１０ － ２１．
Ｘｉａ，Ｚ． Ｚ．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ｌ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ｏｕ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０ － 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方意（２０１１）． 区域化党建：内生逻辑、功效与路径． 探索，４：４８ － ５３．
Ｘｉｅ，Ｆ． Ｙ． （２０１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ｏｇ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Ｐｒｏｂｅ，
４：４８ － ５３．

张晨（２０１４）． 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 苏州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
Ｚｈａｎｇ，Ｃ． （２０１４）．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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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程（２０２０）． 数字治理下的“风险压力－组织协同”逻辑与领导注意力分配———以Ａ市“市长
信箱”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１３（０１）：７９ － ９８．
Ｚｈａｎｇ，Ｃ． （２０２０）．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ｉｔｙ Ａｓ “Ｍａｙｏｒｓ Ｍａｉｌｂｏ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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